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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墓志铭所涉追封制度考
金沛晨
(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唐代追封制度影响到了士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士人仕进以及士人母系亲属的官职封号，除了士人自
身向朝廷的请求外，还与朝廷的集体封赠活动有关。白居易所撰《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
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 以下简称《元稹志》) 载元稹母郑氏封号为陈
留郡太夫人，记元稹散官官职为正议大夫。可是这两则记载均只见于《元稹志》，不见其他来源。实际上，《元稹
志》背后涉及到复杂的唐代追封制度，不管是郑氏陈留郡太夫人的封号还是元稹正议大夫的散官官职，都来源于朝
廷集体庆赠活动。郑氏被追封为陈留郡太夫人得益于穆宗朝的集体庆赠活动，元稹则经由敬宗朝的集体庆赠活动
而获得散官官职的升迁，由通议大夫晋升为正议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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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母郑氏追封问题，两《唐书》无考。卞孝萱
《元稹年谱》在“元和元年( 806) ”条仅记元母卒，无
载其母受封官职问题［1］95，但细考《年谱》所载元稹
家系，则提及元稹母被追封为陈留郡太夫人，其依据
即为《元稹墓志》［1］9。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提到
“母郑氏，荥阳人，先赠荥阳郡太君，继赠陈留郡太
夫人”［2］6。所据亦是《元稹志》，今存文献中提及元
稹母郑氏被追赠为陈留郡太夫人的记录只有《元稹
志》一篇，再无其他记载。而关于元稹母郑氏的官
职封赠情况，则散见于元稹与白居易撰写的几篇文
章中，可记载互不相同，故有必要对此进行考辨。
一、元稹母郑氏受封情况
《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五《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
阳郑氏墓志铭并序》( 以下简称《元母志》) : “府君
之为比部也，夫人始封荥阳县君，从夫贵也。稹之为
拾遗也，夫人进封荥阳县太君，从子贵也。天下有五
甲姓，荥阳郑氏居其一。”［3］224这是元稹母亲被朝廷
封为荥阳县君、太君的记载。元稹母为荥阳郡太君
的记载见于元稹《告赠皇考皇妣文》: “皇妣赠荥阳
郡太君。”［4］616而被追封为陈留郡太夫人的记载则见
于白居易《元稹志》:“妣荥阳郑氏，追封陈留郡太夫
人。”［3］1927
荥阳县君、荥阳县太君、荥阳郡太君、陈留郡太
夫人四个官职名互不相同，涉及到唐代对官员妻母
的追封制度问题。一方面，唐代追赠官员的父母往
往可以向上叠加，这在后文分析时会举例说明。另
一方面，县太君、郡太君、郡太夫人三个官职的品级
并不同，而是有着由低到高的顺位。据《通典·职
官十六》卷三十四载“大唐外命妇之制”:“诸王母妻
及妃、( 嗣王邵王母妻亦同。) 文武官一品及国公( 其
非始封者，带三品以上，亦同。) 母妻为国夫人，三品
以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母妻为郡君，( 若勋官二品
有封，亦同四品。) 五品母妻为县君。( 若勋官三品
有封者，亦同五品。) 散官同职事。若勋官四品有
封，母妻为乡君，其母邑号皆加太，各视夫子之品。
( 若夫子两有官及爵，或一人有官及爵者，皆从高
荫。) ”［5］949－950
受封妇人的官号与其丈夫、儿子的官品密切
相关，若丈夫、儿子的官品越来越大，她们的官品
也会随之提高。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系《元母
志》为元和二年［6］2718( 807) ，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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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系《告赠皇考皇妣文》为元和十五年( 820 ) ［2］185
( 卞孝萱《元稹年谱》同) 。《元稹志》毫无疑问写
在元稹死后，即太和五年( 831) 以后。郑氏被追赠
为县太君在元和元年至元和二年之间，又在元和
二年至元和十五年期间被追赠为荥阳郡太君，最
后于太和五年元稹卒前再度被追赠为陈留郡太夫
人，这与元和元年之后元稹仕途几经浮沉却总体
趋向顺利的史实相符。
此外，妇人受封官职涉及到官品和邑号的问题，
有官方文书规定，因而绝不可混淆。如《唐律疏议》
卷二“诸妇人有官品及邑号，犯罪者，各依其品，从
议、请、减、赎、当、免之律，不得荫亲属”。条疏议
曰:“妇人有官品者，依令，妃及夫人，郡、县、乡君等
是也。邑号者，国、郡、县、乡等名号是也。妇人六品
以下无邑号，直有官品，即媵是也。”［7］38 另外，对于
做过翰林学士，起草过相关追封文书的白居易而言，
亦绝不至于在记录郑氏官职时出错。今元稹和白居
易集子中所收相关官方文书不可胜数，此处便不一
一列举。
因此，陈留郡太夫人的记载虽为孤证，但《元稹
年谱新编》所说郑氏之先赠、后赠情况则应属实。
《元稹年谱》在该条上说得没有《新编》详细，实际上
已将这层意思暗寓其中。
由此看来，元母郑氏的官职追封情况看似无法
确考，然唐代既把妇人封赠制度与官员品级结合，那
么完全可以通过考查元稹官职品级的方式来对郑氏
官职受封变动情况作出一定程度的勾勒。
关于郑氏被追封为荥阳县太君，《元母志》云:
“府君之为比部也，夫人始封荥阳县君，从夫贵也。
稹之为拾遗也，夫人进封荥阳县太君，从子贵也。”
按照此前《通典》所记“大唐外命妇之制”，五品母妻
为县君。元稹父元宽在世时为比部郎中，据《旧唐
书·职官一》卷四十二“从第五品上阶 ”条云“尚书
左右诸司郎中( 《武德令》，吏部郎中正四品上，诸司
郎中正五品上。贞观二年( 628) ，并改为从五品上
也) ”［8］1800，可知比部郎中为从五品，故郑氏因其夫
的五品官职而被追赠为荥阳县君是“从夫贵”的记
载无误。郑氏进封为荥阳县太君乃“从子贵”的记
载则使人生疑。因为左拾遗的官品较低，该官仅为
从八品上阶，而只有五品以上官职才能使母妻受封，
以左拾遗的品级又如何能说郑氏进封为荥阳太君是
“从子贵”呢? 《通典》所载《命妇制》云“其母邑号
皆加太，各视夫子品级”则应指妻子由于丈夫的缘
故受封官职，若其子依旧在朝为官，则妇人凭借官员
母亲的身份，邑号得以加“太”。《称谓录》卷二《父
没称母》“太夫人”条云:“案: 今人之称其母者，亦必
于父没后始加太字，似本于此，盖据《汉书》注，则此
称当专属有位者。”［9］22因此，虽“太君”似较“君”更
为尊贵，实际却并没有品级上的改变。郑氏进封为
县太君，确 因 元 稹 有 官 衔 在 身，得 以 在 邑 号 上 加
“太”，从这个角度上看，“从子贵”倒也符合史实。
不管怎样，根据元宽的官品与元稹的官员身份，足可
证郑氏受封为荥阳县君、县太君与史实相符。
元稹《告赠皇考皇妣文》称郑氏为“荥阳郡太
君”，该文写于元和十五年。文章云: “今皇帝二月
五日制书，泽被幽显。小子稹参奉班荣，得用封赠。
越七月二十八日，乃诏先夫人为荥阳郡太君。”［4］22
已说明了郑氏受封为荥阳郡太君，来源于元和十五
年皇帝二月五日制书。其中“参奉班荣”四字说明
了此次追赠并不出于元稹个人的主动要求或皇帝对
元稹的个人赏赐。因此，以该时期元稹个人官品来
考察郑氏受封情况已无必要，而是需要分析元和十
五年的朝廷是否有集体追封庆赠活动。
二、郑氏受封与唐代妇人封赠制度
唐代妇人封赠制度除了《大唐外命妇制》所载
妇人受封与夫、子官品挂钩外，还能通过集体庆赠的
方式来增加品秩。哪怕元稹不能通过自己的官品使
郑氏获取封赠，也可通过集体庆赠的方式来为自己
的父母实现追封。有关唐中后期的恩例封赠，徐乐
帅《中古时期封赠制度的形成》一文已有论及［10］，
此处不再重复。从现存封赠文书看，唐宪宗元和年
间共有三次 封 赠，分 别 为 元 和 元 年 的《改 元 元 和
赦》、元和二年《南郊大赦》、元和十三年( 818) 《平
淮西大赦》。但宪宗这三次集体庆赠俱在元和十五
年以前，故予以排除。若把时间限定在元和十五年，
则只剩穆宗元和十五年颁布《穆宗即位赦》，见载于
《唐大诏令集》卷二: “自元和十五年二月五日昧爽
以前……中书门下，并诸道节度使、诸州府长官、东
都留守及京常参官、诸军史等，父母、祖父祖母并节
级与追赠。父母存者与官封，已经追赠者更与改
赠。”［11］11该赦文涉及到在京常参官父母已追赠者更
与改封的诏令，据《元稹年谱新编》知元稹元和十四
年( 819) 开始为膳部员外郎，至元和十五年历任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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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员外与祠部郎中［2］176、179、180，属于常参官，明显在
可获得封赠的官员之列。而《告赠皇考皇妣文》又
云:“今皇帝二月五日制书，泽被幽显。小子稹参奉
班荣，得用封赠。越七月二十八日，乃诏先夫人为荥
阳郡太君。”正与《穆宗即位赦》文字记载相符。由
此可知元稹母郑氏于元和十五年，经由《穆宗即位
赦》而从荥阳县太君进封为荥阳郡太君。此例亦同
时说明唐代确实存在着经由集体庆赠活动使已经被
追赠的官员父母的官衔加以改赠的现象。
然唐代命妇制度在元和十三年有了改变，与此
前不同。《唐会要》卷八十一载:“元和十三年六月，
制书云:‘其外命妇封内外官母妻，各视其夫及子散
官品令，不得约职事官品。文武五品阶为县君，四品
阶为郡君，三品已上阶为郡夫人，即止。其国夫人须
待特恩，不在叙例。如至郡夫人，又有制书赐封，即
改为郡夫人，受新恩履历而已。’”［12］1498即元和十三
年以后，封赠制度仅看官员散官官品，而不看职事官
官品。因此，若以元和十三年后元稹职事官官品考
察郑氏是否存在被追封为陈留郡太夫人的可能性，
则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据《元稹年谱新编》，元稹自长庆元年( 821) 所
任官职依次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工部侍郎。
长庆二年( 822) 开始改任的官职有同平章事、同州
刺史与长春宫使。长庆三年( 823) 为越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与浙东观察使。太和元年( 827) 元稹加检礼
部尚书，于太和三年( 829) 又任尚书左丞。太和四
年( 830) 至太和五年元稹卒，其所任官职为鄂州刺
史、武 昌 军 节 度 使、检 校 户 部 尚 书 与 御 史 大
夫［2］196－268。其中翰林承旨学士、同平章事、长春宫
使、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与检校户部尚书、加
检礼部尚书俱为无品秩的虚衔，如钱大昕《廿二史
考异》卷五八《职官志》云:“既内而翰林学士、弘文、
集贤、史 馆 诸 职，亦 系 差 遣 无 品 秩，故 常 假 以 他
官。”［13］849由于官职较多，此处便不引史料佐证。这
些虚衔 虽 与 散 官 性 质 类 似，实 则 不 能 相 提 并 论。
“散官”特指某些具体官职，并不能以“虚衔”泛泛论
之，此点参《通典》卷三十四《职官十六》“文散官”
条可知［5］932－938。元稹长庆元年至太和五年所任翰
林承旨学士等官既然不在文散官官职之列，自然不
能算是散官。文宗朝元稹的散官官衔为正议大夫，
据《通典》卷四十《职官二十二》载正议大夫为正四
品上阶［5］1095，而妇女受封为郡夫人的条件在元和十
三年以后为其丈夫或儿子散官品级达到三品以上。
元稹散官官品既为四品，又如何能使其母受封为三
品郡夫人?
若正常凭自身品级获取追赠已不可能，那么只
能从集体庆赠寻求突破。唐穆宗时有庆赐三次，其
中两次为封赠，一次为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赦》，
一次为长庆元年《南郊改元德音》。郑氏受封为荥
阳郡太君得力于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赦》，故此次
大赦可以被排除。唐敬宗宝历元年《南郊赦》与唐
文宗太和三年《南郊赦》也涉及到集体封赠，因此所
要考察的只有长庆元年、宝历元年和太和三年穆宗、
敬宗与文宗朝的三次封赠活动。
《全唐文》卷六六长庆元年《南郊改元德音》载:
“文武常参官并致仕官及诸道节度观察经略等使
……父母亡殁与赠官及邑号。”［14］704 元稹此时虽满
足获取追封的官品条件，然该文只提及已经去世的
父母可以获得赠官及邑号，却没有涉及已受到追赠
的官员亡父母更与改赠的记载，此前《穆宗即位赦》
便会特地强调“已经追赠者更与改赠”，是以郑氏并
不能在这次封赠活动中受益。《全唐文》卷七五文
宗《南郊赦文》所反映的封赠情况与穆宗《南郊改元
德音》情况类似: “常参官及诸道州府长官，父母见
存者……父母亡殁未经追赠者，量与赠官及邑号
……中书门下及节度使带平章事者，宜特加一阶
……祖父母先亡殁，各与追赠，已追赠者，更与改赠
……节度使……父母先亡殁未经追赠者，各与追
赠。”［14］795由该条诏令看，元稹虽符合条件，但诏令
所提常参官及诸道州府长官的父母追赠情况并未涉
及已有封赠进而改赠之事，只提到了未经追赠而予
以封赠的情况，其后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亦是强调
未经追赠而给予封赠，故郑氏不可能通过文宗南郊
大赦获取追封。
穆宗与文宗两次大赦既已排除，剩下便只有敬
宗宝历元年( 825) 的南郊大赦。《全唐文》卷六八载
敬宗《南郊赦文》云:“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官，父母见
存未有官封者，并量与五品致仕官及阶并邑号。父
母亡殁未经追赠者，量与赠官及邑号。已经追赠者
更与改赠，如赠官已至一品，邑号已至国夫人者，不
在此限中。中书门下及节度史带平章事者，宜与一
子正员七品官。祖父母父母先亡殁，各与追赠，经追
赠者更与改赠。官已至一品，邑号已至国夫人者，不
在此限……。”［14］723以该赦文来看，元稹满足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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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追封的官职条件，而且该条赦文强调了父母
“已经追赠者更与改赠”，是以元稹母郑氏只有通过
此次敬宗宝历元年南郊大赦，方能被进一步追封为
陈留郡太夫人。
据此，元稹母郑氏官职追封轨迹已十分明了。
郑氏先是由其夫元宽受封为荥阳县君，又因其子元
和元年担任左拾遗的缘故，得以加邑号“太”，称为
荥阳县太君。郑氏元和元年九月去世后，于元和十
五年穆宗即位大赦天下而进封号为荥阳郡太君。敬
宗宝历元年南郊大赦使郑氏再升一级成为陈留郡太
夫人。至此可知元稹母郑氏受封主要是因为朝廷的
集体封赠活动。太和五年元稹去世，他并没有主动
要求追封其母，或是因为深陷牛李党争，或是因为穆
宗仙去而灰心丧气。宝历至太和五年间除敬宗大赦
外也没有针对官员亡父母追加改赠的集体庆赠活
动，因此白居易《元稹志》中所载郑氏的封号便是陈
留郡太夫人。令人不解的地方，则是郑氏此前既受
封为荥阳郡太君，又是荥阳郑氏家族中的人物，为何
追封为郡夫人时邑号是陈留郡而非荥阳郡? 《唐会
要》卷五八“司封员外郎”条载: “元和十二年十月
( 817) ，司封奏:‘文武官五品以上，请准式叙母妻邑
号。乖滥稍多，或国叙军功，妄参勋籍，或偶逢庆泽，
冒引诏条。今请应在城诸军卫官，未至将军，使在
外。未至都知兵马使押衙都虞候，纵有散官，与敕旨
文相当者，并不许叙封。其流外官，诸司诸吏职务，
并 伎 术 官 等，迹 涉 杂 类，并 请 不 在 封 限。’从
之。”［12］1008由该条材料可知元和以后受封人数变
多，也许导致了宝历元年有多人同时满足其母受封
为荥阳郡太夫人的情况，因而不得不分流出一部分
改成临近郡的太夫人。然证据不足，此处姑且存疑。
三、追封制度与元稹散官品秩间的联系
此外，《元稹志》的记载并不只有此一处涉及
到唐代的封赠制度，元稹自身散官官衔的提高，也
与朝廷集体封赠有莫大的关系。故不可不对此继
续探讨。
《元稹志》原题为《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
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
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3］1927( 同见于《全
唐文》卷六七九等) 对照各版本标题可知所有版本
均作“正议大夫”，唯标题前几字略有不同。据朱金
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七十《元稹志》校记云: “［题］
‘唐故’二字《英华》作‘相国’。‘度’字下文有‘观
察’二字。”［6］3746可见朱金城校记并无说明“正议大
夫”四字是否有错。既然各版本标题俱作“正议大
夫”，白居易又为元稹好友，以他对好友仕宦经历之
了解，应不会在总结墓主人一生且较为庄重严谨的
墓志铭文体中出现此种缺漏。由此看来，元稹担任
正议大夫一职，似无可疑。然而，此种说法仍然值得
商榷。
首先，《元稹志》标题虽然提到了正议大夫这一
官职，可白居易在撰写墓志正文时却没有提及元稹
何时担任过此官。虽然元稹一生中所担任过的官职
并不都在墓志中有所记载，但墓志标题里出现的官
职，除了正议大夫外，其他均在正文中有记载，这让
人感觉疑惑。
其次，白居易自己的文集中，提到元稹任正议大
夫的记载仅墓志一例。与《元稹志》创作年代相差
不远的《祭微之文》也只说: “敬祭于故相国鄂岳节
度使赠尚书右仆射元相微之。”［3］1907 当然，《祭微之
文》省略元稹官职甚多，并不能拿来作为严格的证
据，列于此仅为举例说明正议大夫不可能为元稹死
后追赠的官职。若正议大夫是元稹死后追封的官
职，那么《祭微之文》是不会忽略不写的。《元稹集》
中也无元稹任正议大夫的相关线索。
再次，两《唐书》中《元稹传》并没有说到元稹担
任过正议大夫。《唐书》是获取唐代士人官职最直
接与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元稹传》把元稹的仕宦经
历交待地十分详尽，却唯独没有提到元稹曾任过正
议大夫，若真如白居易《元稹志》标题所说，那么新
旧《元稹传》不可能没有关于元稹任此职的记载，更
何况在《元稹志》标题中出现的其他官职在新旧《元
稹传》里俱有记载，这便让人怀疑两《唐书》的撰者
并无见到元稹任正议大夫的其他史料记载。卞孝萱
《元稹年谱》、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没有对此作出
解释，而年谱需要将谱主一生行迹尽可能详细地列
出来，并结合各种史料、诗文对行迹加以系年。二者
在勾勒元稹一生时，都没有对元稹担任正议大夫一
职进行系年，这说明了卞孝萱和周相录并无发现其
人任正议大夫的相关材料。
最后，《通典》卷三十四《职官十六》“文散官”条
云:“正议大夫、通议大夫，皆隋置散官，盖取秦大夫掌
论议之义。大唐并因之。”［5］936由此看来，正议大夫属
于文散官。据《全唐文》卷六四穆宗《授元稹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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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云:“可守尚书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
勋封赐如故。”［14］686从“散官勋封赐如故”可知元稹此
前有担任过散官，不然不会说“散官如故”。而回到之
前一段材料可发现，通议大夫这一官职与正议大夫紧
密相连，二者职能也大体相同，都是文散官，俱掌“论
议之义”。《通典》卷四十《职官二十二》载正议大夫
为正四品上阶，通议大夫为正四品下阶［5］1095( 《旧唐
书》同) ，两官的品秩亦相似，都是正四品，只不过一为
上阶，一为下阶而已。两官的名字只是第一字“正”
“通”有所区别，剩下三字均为“议大夫”。既然正议
大夫、通议大夫在名字、职能、品秩三方面都十分接
近，那么似乎存在混淆的可能。更何况据史载，元稹
是担任过通议大夫的，《全唐文》卷六四穆宗《命元稹
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御长春宫使制》载:“通议大夫守
尚书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
元稹。”［14］687便是明证。
那么《元稹志》所说元稹任正议大夫究竟是白
居易撰写墓志时因记忆有误而出错? 还是元稹卒
时其散官官位确为正议大夫? 笔者认为，后者的
可能性更大。白居易在撰写墓志这种严肃的应用
文书时，断然不会出错。更何况，以白居易与元稹
之关系，墓志所撰俱出于真情实感，结合《祭微之
文》可见一斑。因此《元稹志》绝不是一般 墓之
作，墓志标题中的正议大夫只能是元稹确实担任
过的散官官职。
唐代文散官分为二十九阶，而且与职事官选拔
具有较大流动性不同，散官品秩相对固定。如《旧
唐书》卷四十二《职官一》云: “凡九品已上职事，皆
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
或去高就卑，迁从出入，参差不定。散位则一切以门
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8］1785可见散官的设置与职
事官的“随才录用”相对，流动性较差。然据《通典》
卷三十四《职官十六》“文散官”条所列文散官职位
依次为: 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光禄大夫、正议大夫、
通议大夫……，由该段材料再结合此前对正议大夫、
通议大夫二官职的分析与散官品秩相对固定这三点
可知，元稹若要成为正议大夫，先须成为通议大夫，
才有升迁的可能。因此，通议大夫是考证元稹是否
曾任正议大夫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元稹担任通议大夫的记载，已见于史料中。上
所举《全唐文》卷六四穆宗《命元稹守同州刺史充本
州防御长春宫使制》载:“通议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元稹。”结合
《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载:“( 长庆二年六月) 壬
申，谏官论责裴度太重，元稹太轻，乃追稹制书，削长
春宫使。”［8］498可知两段材料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是早
在长庆二年六月以前，元稹就已任通议大夫。又此
前引同卷穆宗《授元稹平章事制》载: “中散大夫守
尚书工部侍郎元稹……可守尚书工部侍郎同中书门
下平章事，散官勋封赐如故。”该事见于《旧唐书》卷
十六《穆宗纪》:“( 长庆二年二月辛巳) ，以工部侍郎
元稹守本官、同平章事。”［8］495而中散大夫就是文散
官，据《通典》卷三十四《职官十六》“文散官”条亦
载“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后汉因之，后置三十人。
( 注云:“汉官曰: ‘光武中兴置。’”) 魏晋无员。齐
梁视黄门侍郎，品服冠帻与太中同。陈亦有之，大唐
又置之。”［5］937元稹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当在长庆二年
二月辛已至长庆二年六月壬申之间。此外，还有另
外一个证据表明元稹做过通议大夫，即《元稹集》卷
五十一《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最后落款为: “长庆
四年四月十一日( 824) ，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
等使、通议大夫、使持节都督越州诸军事、越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元稹记。”［4］558《永
福寺石壁法华经记》可证明元稹在通议大夫任上的
时间由长庆二年六月延伸到长庆四年四月。
从长庆四年到元稹去世的太和五年，历时将近
十年。既然现存的资料中并没有皇帝直接任命元稹
为正议大夫的记载，《元稹集》与《白氏长庆集》均无
提，那么，很有可能元稹由通议大夫升为正议大夫是
通过“泛阶”。泛阶是皇帝对臣下的一种特殊恩典，
多在登基、改元等大赦的场合进行。泛阶强调一
“泛“字，意为几乎所有人都能通过这条途径实现散
官品秩上的加阶，性质与此前元母郑氏所涉及到的
朝廷集体追封并无不同。据《旧唐书·职官一》云:
“自武德至乾封，未有泛阶之恩。应入三品者，皆以
恩旧特拜……则天朝，泛阶始多，始令仕经八考，职
事六品者始入。”［8］1806 泛阶是在武则天朝时渐渐变
多的，到元稹时官员因泛阶获得加阶已经是比较常
见的事情。由于直到长庆四年四月为止元稹还是通
议大夫，那么考虑其是否凭泛阶升为正议大夫，只需
分析长庆四年至太和五年这一段时期内皇帝进行的
大赦便知。在这段时期内，朝廷一共实行过两次大
赦，一次是唐敬宗宝历元年时的南郊大赦，一次是唐
文宗太和三年时的南郊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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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唐文》卷六八敬宗皇帝《南郊赦文》云:
“内外文武见任及致仕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
以下加一阶，合入三品五品欠考未合叙者，待考足日
听叙。”［14］721由该段材料可知内外文武见任官“四品
以下加一阶”，元稹时任通议大夫为正四品下阶，正
好在此泛阶范围之内。由正四品下阶通议大夫加一
阶，正好为正四品上阶正议大夫，故元稹因宝历元年
这一次敬宗大赦而散官官位变为正议大夫无疑。
比较令人疑惑的是，文宗太和三年大赦也涉
及到了泛阶，而且泛阶受众范围与敬宗大赦全然
一致，如《全唐文》卷七五文宗《南郊赦文》亦云:
“文武见任及致仕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
下加一阶，合入三品五品欠考未合叙者，待考足曰
听叙。”［14］794正议大夫是正四品上阶，也属于四品
范围之内。若按文宗大赦的泛阶范围，那么时为
正议大夫 的 元 稹 理 应 再 次 加 阶 成 为 三 品 光 禄 大
夫，最后反映在墓志标题中的散官官品就会变成
光禄大夫而非正议大夫。
由此似乎又回到了白居易撰写墓志时是否有错
的原点，实则不然，因为元稹并不能通过文宗大赦进
入到三品官阶之内。据《唐会要》卷八十一“阶”节
“元和十三年条”云: “十三年六月，中书省奏: 应叙
录将士兼试官，加泛阶入三品五品。伏准贞元六年
六月二十七日( 790) ，吏部所奏具有科条。近日因
循，多不遵守，遂名器具滥，升进无章。须重申明，冀
绝侥幸。自今已后，应叙录入五品三品阶者，并请准
前敕处分。其正三品以上阶，准格式须有特恩，不在
用考累叙之限。从之。”［12］1498这则材料实际上规定
了泛阶的限制，即三品五品为一限，要是达到了六品
往五品加阶或是达到了四品往三品加阶，就不像之
前一样能直接通过泛阶达到，而有着诸多限制。这
种限制正是政府基于“升进无章”的历史背景而通
过强硬的行政手段予以干涉。敬宗宝历元年赦与文
宗太和三年赦所隔时间不久，然而两次泛阶如此密
集，颇能从侧面说明当时官员升进无度的情况。是
以不管是敬宗还是文宗，都在赦文里提到了“合入
三品五品欠考未合叙者，待考足曰听叙”，这就是以
三品五品为限，要想超过限制，则需要通过考课。若
考课不足，则无法继续升迁。
材料所提到的“贞元六年六月吏部所奏科条”，
亦被采入《唐会要》，详细记载了政府解决泛阶带来
升进无度问题的具体措施。同书同卷同节“贞元六
年”条云:“六年六月，吏部奏，准格。内外官承泛阶
应入五品者，制出日，须经一十六考，见任六品官，本
阶加正六品上。应入三品者，制出日，经三十考。见
任四品官，本阶加正四品上。”［12］1496 元和十三年则
进一步做了些详细规定，如“元和十三年”条载:“内
外官叙三品者，皆须文武散官，至四品上。”［12］1497指
明了所谓“见任四品官”，实际上就是指散官而言。
这更加强调了散官加阶的循序渐进，然尚不能说是
严格。真正较为严格的规定是“经三十考”，很可能
正因为这一条规定导致了元稹不能马上从正议大夫
升迁为光禄大夫。
唐朝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考课制度，官员的升迁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考课结果，比方说唐代考课有四
善二十七最之说，由于非论述重点，故此处不再具
引。另据《通典》卷十九《职官一》云:“自六品以下，
率由选曹，居官者以五岁为限。于是百司具举，庶绩
咸理，亦一代之制焉。( 一岁为一考，四考有替则为
满。若无替，则五考而罢。六品以下，吏部注拟，谓
之旨授。五品以上，则皆敕除) 。”［5］474 该则材料说
明考课是一年一考，若以年进行推断的话，“经三十
考”就是三十年。要由四品官晋升为三品官需经过
三十年三十次考核，这无疑十分严苛。哪怕在官员
升迁具体操作上不一定死板遵循“三十考”( 比方说
受到皇帝恩宠) ，但四品三品之间的界限，也并非轻
易能够跨越。是故元稹于宝历元年任正议大夫之后
不太可能越过严苛的考课制度直接加阶至光禄大
夫，文宗太和三年的泛阶恩赐实际上与元稹晋升关
系不大。
综上所述，元稹任正议大夫的记载之所以没有
具体官方文件留存，元、白诗文亦无提及，其原因即
在于元稹是以泛阶的方式来加阶，使自己由正四品
下阶的通议大夫变为了正四品上阶的正议大夫。又
因唐代为了解决由泛阶带来官员升迁无度的问题，
对进入三五品的官员加以严苛限制，故长庆四年至
太和五年虽有两次涉及“泛阶”的大赦，而真正起作
用的只有宝历元年敬宗时的大赦。大概基于这样的
原因，元稹到死为止都在正议大夫的任上。
四、结论
白居易撰写《元稹志》，虽重在叙述其执友元稹
的一生行迹，但在这些记载的背后潜藏着一套复杂的
唐代政治运作系统。若仅仅把关注点放在墓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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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上而忽略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那么对墓主本
人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不管是元稹还是其母郑氏，他
们都受到了朝廷集体封赠的影响，导致所任官职发生
了改变，且这种改变不能直接从史料中得出。郑氏借
由穆宗朝的集体庆赠活动被追封为陈留郡太夫人，元
稹从通议大夫晋升为正议大夫得益于敬宗朝的集体
庆赠活动。了解了元稹墓志所涉追封制度，可明白居
易所记载的元稹行迹有凭有据，没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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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Ｒeward System Concerning to
Tuan Zhen＇s Epitaph
JIN Peichen
( Chinese Department of 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reward system in the Tang Dynasty affected all aspects of the life towards scholars． The promo-
tion of scholars and the official title reward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eir relatives，in addition to the request of the
scholars themselves to the court，are also related to the collective awarding activities． The epitaph of Yuan Zhen
which is written by Bai Juyi records the information of Yuan＇s mother Called Zheng who was awarded the honorary
title for the Chen Liu Madam and Yuan Zhen was the official adviser named Zheng Yi Da Fu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se messages was only noted in the epitaph without other sources． In fact，there involves the reward system in the
Tang Dynasty behind the epitaph of Yuan Zhen． The title of Chen Liu Madam as well as the official position about
Zheng Yi Da Fu is from the collective awarding activities． Zheng was rewarded for the title of Chen Liu Madam in
Tang Mu Zong＇s period while Yuan Zhen got the promotion from Tong Yi Da Fu to Zheng Yi Da Fu in Tang Jing
Zong＇s period because of the collective awarding activities．
Keywords: epitaph of Yuan Zhen，awarding activities，Madam Chen Liu，Zheng Yi Da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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